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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东巡存古迹 统一融合添新证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新发现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历史上的琅琊台

琅琊台遗址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东、
南、北三面濒临大海，中心为海拔高度183.4米的山峰。《史记·
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经云：“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
琅邪台。”《水经注》中描述：“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
十余里，旁滨巨海。”遗址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独特，是古人登
山望海的绝佳地点。

琅琊是“四时主”的祭祀地。《史记·封禅书》载：“八曰四时
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战国策·齐策一》苏
秦游说齐宣王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
海”，可知琅琊不仅为祭祀地点，还是齐国滨海要塞、东方重
镇。文献中亦有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记载，《竹书记年》卷下：

“（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此类记述增加了琅琊
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并于二十八

年筑台立石，史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
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秦二世初即位遂登台，复刻诏书于始皇所立刻石旁。秦琅琊刻
石几经崩裂修复，现存部分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汉武帝
亦曾东巡琅琊，先于元封五年（前 106 年）“北至琅邪，并海
上”，又在太始三年（前 94年）“幸琅邪，礼日成山。登芝罘，浮
大海”。汉宣帝亦曾“祠四时于琅邪”。

西汉以后，琅琊台逐渐没入荒芜，所在“滨海僻遐，人迹罕
至”，偶有文人名士追迹造访。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
知县颜悦道在山顶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因掘山巅地，多得古
瓦文石”。晚清时期，金石学家陈介祺曾对琅琊台进行调查并
制作刻石、瓦当拓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顶中心建成军事
设施；九十年代，琅琊台风景区成立，于山顶及周围建设了一
系列现代建筑。

小台夯土夯窝

山顶建筑基址东部门址及慢道、散水（西南—东北）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和封建王
朝建立，秦始皇、汉武帝等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面对空前广阔的疆域，除实施了郡
县制等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往往采用出巡的方式对各地宣示主权和治权。
今山东地区是秦汉皇帝东巡的重要区域，周代齐国境内有八神主祭祀，文献记载秦
始皇、汉武帝等曾出巡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兴营建。琅
琊是八主中“四时主”的祭祀地，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青岛市文物
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持续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诸多重要遗存，基本
揭示了遗址文化面貌，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琅琊台遗址考古发现是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历程的重要见证。

考古工作概况

自1973年全面普查以来，经过三十多年来陆续的调查、勘
探与抢救性清理，琅琊台遗址的基本面貌被揭示出来。遗址内
主要分布有两处大型台状夯土基址，即位于主峰顶部的“大
台”和“大台”以东约 1.2千米海边的“小台”。遗址保护范围内
还发现窑址、道路及其他多处夯土基址，总面积约 3.8平方千
米，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
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
古发掘。发掘区分位于主峰的“大台”、东部的“小台”、山南的

“窑沟”“台西头”和东南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通过持续系
统的发掘，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基本呈现。在发
掘的同时，考古队在遗址及其周边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
探，亦取得重要收获。

新发现之一：山顶建筑基址(“大台”地点)

“大台地点”位于遗址中心和制高点位置，一直以来是考古
工作的重心所在。经详细勘探，山顶夯土分布区域平面大致呈

“T”字形，“T”字一横长近300米、宽约100米，西宽东窄且东端
地势更低；“T”字一竖由山顶向南延伸，长约 180、宽 70~100
米，略有层级，呈缓坡状。夯土总面积约 45000平方米。经考古
发掘证实“大台”主体是一座“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基址，其周
围还分布有附属建筑及院落，整体规模宏大且结构复杂。

汉以后建筑圯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台基三层，层
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之描述。以发掘成果为线索进
行测算，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南北宽约39米。虽然台顶被
占压目前无法开展工作，但在多年度持续发掘中，台基东、西
两侧部分区域被揭露，辅以调查勘探，为推测建筑整体形制提
供了一定的线索。揭露的夯土台基壁面可观察到厚度8厘米左
右、非常均匀的夯层，夯土质地坚硬，夯面平整，夯窝直径约 7
厘米，推测采用金属平底夯具，工程质量极高。

发掘区域主要分为以下几处：
高台建筑西侧：揭露台基西侧壁面，西北角已坍塌，西南

角保存较好。西侧较低一级台面上建筑分为三期，第一期建筑
存有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石铺道路等遗迹。

靠近台基西南角处发现空心砖铺成的登台踏步，东西向，
台每三级为一组，两组间有平台以供歇脚。部分踏步砖面饰有
凸线龙纹。

台下中间偏南位置发现依附于台基的房间一处（F1），由台
基凹进空间与夯土墙合围而成，推测坐东朝西，面阔约18米，由
于西侧被完全破坏，进深不详。室内地面未见铺砖痕迹，东北
角、东南角存留有壁砖。地面北部发现石砌地漏一处，平面呈长
方形，边长1.2~1.4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
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凿有方形孔洞。
东北部发现门道一处，四角存有方形柱础石，门道向北发现与
夯土台壁面平行排列的三个石柱础，推测原有带屋顶的走廊。

发现排水设施一组，平行于夯土台基边缘，由入水口、地
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构成，自北向南排水。入水口在房间 F1以
北的走廊西侧，由夯土上挖出的水沟和石砌水池两部分构成。
水沟沟底倾斜，北高南低，水池位于水沟南部，底铺石板，石板
南端与地下管道相连。水池和水沟交界处发现带有镂孔的薄
砖，推测为过滤之用。地下管道由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陶
管逐节套接组成，两列并排，残存长度约26米。管道为地基夯
筑过程中预埋，陶管与夯土之间普遍有一层红褐色致密黏土，
起到加固和防渗作用。房间 F1内的石砌地漏下与管道相连，
因其位于入水口的下游，推测污物排入管道后可由上游来水
进行更彻底的冲洗。

据台基西壁约23米处发现石铺道路一条。道路南北向，宽
约0.9米，因遭后期破坏，两端通向皆不可知。以大小不一的长
方形石块铺成，边缘立有路沿石。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
整，棱角分明，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组合后路面中部明显下
凹，推测除供行走外，可能还承担排水功能。

第二期建筑主要是对第一期的修补和有限改造，包括增
加踏步砖，地下管道改为地上明沟等。第三期营建则是以夯土
填充废弃后的台下房间。

高台建筑东侧：主要建筑集中于东北部，发掘区内揭露两
级台面，海拔高度均低于西侧台面。亦发现三期建筑活动迹
象，第一期建筑存有石铺路面、台下房间、排水设施、院落门址
等遗迹。

发掘区内较高一级台面上发现石铺路面一处，南北向，北
端被破坏，宽1.95、现存长约15米，用经过加工、形状规整的石
块铺砌。路面西半部明显下凹，部分铺路石块呈弧形凹面。路
面西侧靠近南北两端处各有一石块铺成的东西向坡道，向西
延伸出发掘区，推测两条坡道为西侧一处面东建筑的堂前两
阶。北坡道南侧发现与坡道同期且平行的东西向排水道，排水
道为石块垒砌，上铺石板，西端入水口在发掘区外，东端出水
口与石铺路面相接，故可证实路面西部下凹是为排水而特意
设计。

路面北端约 2.3 米发现一处台下房间，南依夯土台基
壁面，东部、北部有夯土墙，房间内地面低于石铺路面约 2
米，发现壁柱石础，地面南北边缘铺方砖及碎瓦片。门朝
东，两侧发现石柱础，门外发现立瓦铺装的道路。房址北部
有自室内延伸至室外的排水设施，南段为地下陶管道，北
段改为立瓦铺装的明沟。明沟东侧发现门址一处，门道南
北各有两块规则的石柱础，推测门上原有屋架结构。门址
高于其东西地面，南北连接夯土墙，西侧为与明沟相接的
瓦铺散水、东侧为瓦铺慢道，再向东连接南北向瓦铺道路，
推测为一处院落的东门。门外北侧发现三列并排的管道，
陶管体量普遍较大，推测在院落之外还存在有较高排水需
求的重要附属建筑。

第二、三期建筑遗存主要包括排水管道、石柱础及夯土
等，基本叠压在第一期同类遗迹之上，仍是规模有限的修整和
改建。

山体南坡道路：山体南坡通过勘探、试掘发现道路线索。
道路沿山顶夯土“T”字形一竖向南，向西拐后又转向南，沿南
侧小山平缓山坡，分成两股延伸至山下。小山缓坡上分布多处
夯土，经解剖发现，其结构与山顶夯土一致，唯夯层呈倾斜状，
推断道路与山顶建筑基址同期营建。

出土遗物：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
包括绳纹板瓦、筒瓦，夔纹大半圆瓦当、云纹圆瓦当和素面砖、
龙纹空心砖等；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以瓦棱纹筒瓦、板瓦，“千
秋万岁”文字圆瓦当和组合菱形、三角形纹砖为代表。另外，第
一期遗物还包括大量石质建筑构件，发现的竹叶状灰岩质石
构件，纹理斑驳，具有较好的装饰性。此种岩石不见于本地，应
是特意选择，远距离运来。

新发现之二：山下建筑基址(“台西头”地点)

通过调查勘探，于“大台”顶部正南的山下发现夯土基址，
基址位于山前阶地上，地势高亢开阔，南端距海岸约580米。因
处台西头村以西，命名为“台西头”地点。

据勘探，基址形状为边长约 120 米的正方形，四面有夯
土基槽。通过发掘得知，基址地面存在分级，每一级最外侧
筑有宽约 3 米的夯土挡土墙，其内侧或填土及碎石，或为整
平的生土。基址东北部发现长方形建筑基坑一处，平面呈规
则的南北向长方形，宽约 9米，长度超过 22米，北部被现代公
路占压。基坑内为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基址一致。其上应
原有房屋建筑，由于破坏，现存夯土面未观察到柱坑、墙体
等迹象。基坑外围大部为垫土，未见明显夯打痕迹，应为室
外场地。

出土遗物多数为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等，时
代为秦。通过对夯土结构及遗物的判断，且与山顶建筑有道路
相通，推测此处建筑与山顶同期营建使用。

新发现之三：秦代砖瓦窑址区(“窑沟”地点)

窑址区位于山下建筑基址以西，地势较平坦，西邻一条大型
冲沟，当地称“窑沟”。发掘区内发现10座窑址，均为马蹄形半倒
焰窑，多数窑室仅存底部。较大者长约8、宽约3米，由操作间—火
膛—窑床—烟道组成，火膛平面呈三角形，窑床呈长方形，末端
均有两到三个半圆或方形烟道。窑址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操
作间均朝向冲沟。部分窑发现修补和改造痕迹，应多次使用。有
两窑共用操作间现象，操作间发现柱洞，推测使用时上搭顶棚。

西侧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
层淤土，性质应为堤坝，是服务于窑址生产的蓄水设施。

窑址内及周边出土大量残断或变形的板瓦、筒瓦、圆形云
纹瓦当、素面方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台顶发现的基本一致。
发现的半圆形夔纹瓦当残块，较大者复原直径超过80厘米，与
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等遗址所发现者图案纹饰
相同，是秦代高等级建筑标准器。由此可确定这批陶窑为秦代
砖瓦窑，为“大台”“台西头”建筑提供建筑材料。

新发现之四：濒海夯土平台(“小台”地点)

“小台”位于“大台”以东，濒临大海，现存夯土依托东侧自
然山体夯筑而成，夯土同山体构成直径240余米、平面略呈圆
形、顶部平坦的高台。

“小台”通过探沟等形式进行小面积发掘，以了解其形制
和建筑工艺。目前已在夯土北侧、西侧布设探沟共三条，通过
解剖发现，发掘区内的夯土夯筑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不同
阶段土色区别明显，但都有夯层厚度不均、致密程度不高的特
点，与山顶建筑基址差别巨大。采用单棍夯技术，部分夯面保
留明显圜底夯窝，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除早年试掘中于夯土
断面下部发现陶管道、夯土层中夹杂少量陶片以外，几乎没有
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没有大规模建筑。就其庞大体
量来看，应是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有严密规划的大型工
程，符合“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新发现之五：战国建筑基址(“亭子兰”地点)

“亭子兰”地点位于“大台”东南方向，临近海岸，据台顶中
心点约1100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发现的遗迹主要有长廊
建筑基址和院墙基槽等。长廊建筑基址现存长度超过90米，南
北宽约5米，西部被现代建筑破坏。基址南北两侧沟内发现密
集的瓦片堆积，部分板瓦、筒瓦保存完整且互相扣合，应为建筑
塌毁的原生堆积。推测其上原有覆瓦两面坡顶的“檐廊式”建
筑，建筑倒塌时，南北两侧房顶的部分板瓦、筒瓦等滑落于两侧
沟内。长廊式建筑基址东端濒海处发现长方形基槽一处，基槽
内以碎陶片和土相间铺垫，推测为一处院墙遗迹，院落濒临大

海，现仅存其西南角。发现的建筑应为大规模建筑群的一部分。
出土遗物主要为绳纹板瓦、筒瓦，半圆形素面瓦当和陶豆

等，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国特征。该建筑群可能与齐国经
营琅琊有关。

调查收获：琅琊郡城的线索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邪郡为其中之一，以琅邪
县为治所。2008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原胶南市博物馆和芝
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琅琊镇和泊里镇之间调查到秦代遗
存，推测为秦琅邪郡城所在。自2019年以来，考古队对琅琊台
周边开展了详细的区域系统调查及较全面的勘探，于琅琊台
西北方向约5千米的今琅琊镇及其周围调查到秦汉时期遗存，
采集到形制与琅琊台遗址形制相同的云纹瓦当。调查还发现
大量中小型墓葬，不少封土尚存。进一步验证了此处存在具备
一定等级和规模的聚落遗址，其与琅琊台相对位置和距离恰
好符合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所云：“密州诸城县百七十里
有琅邪台……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基本可以推定此“琅
邪故城”（今琅琊镇）为秦琅邪郡城之所在。据勘探琅琊台与琅
琊镇之间的古代海岸线较现代更为深入内陆，其间仅存在一
南北向高地名季家岭，岭东配合工程发掘中发现秦汉时期道
路，当为连接遗址与郡城之通道。

遗址性质:大型高等级建筑群落

通过持续发掘，确认了“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
址，构成高台建筑核心及外围场地的夯土基址体量宏大，夯筑
质量极高，发现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院落门址等重
要遗迹，出土龙纹空心砖等遗物，是大型高等级官方工程，佐以
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可证实为秦始皇所筑之“琅邪台”。“台西
头”地点位于“大台”南部山下，发现的阶梯式建筑基址，与“大
台”建筑时代相同，与山顶建筑有道路相通，可能为有特定功能
的附属建筑。“窑沟”地点发现秦代砖瓦窑，出土大量建筑类遗
物，为秦、汉建筑材料分期断代提供了较准确的依据。“小台”夯
土结构、时代特征与“大台”存在明显区别，性质属依山夯筑的
大型平台，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沿海的“亭子兰”地点发现形
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出土遗物具有齐国特征，对于追溯琅
琊早期历史有重要价值。不同地点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
切关系，共同构成长时间延续的大型高等级建筑群落。

新发现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持续考古发掘，确认了位于遗址核心的山顶夯土基
址是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所筑之“琅邪台”，是
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填补了
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遗址发现了山东地
区规模最大的战秦代高等级建筑群落，为古代建筑史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山下的窑址是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
存，出土的砖瓦构件，具有标准器意义，结合遗址内其他地点
出土的战国、秦、西汉建筑遗物，是进行建筑材料分期断代研
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大量蕴含秦、汉王朝统治中心
制度、技艺和风格的遗存在东方滨海地区发现，是多元文化融
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要见证。

作为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琅琊台遗址是秦汉时期“乃
抚东土”巩固与维护帝国东部疆域统一的象征，考古新发现充分
体现了统一王朝对于东方地区的重视。同时，琅琊台遗址也是古
代中国“乃临于海”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实证。遗址
的发掘、考古成果阐释和利用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执笔：吕凯 彭峪 李祖敏）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龙纹踏步空心砖局部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石构件

窑址区出土秦代夔纹
瓦当残件（A型）

窑址区正射影像（上为北） 山顶建筑基址西部发掘区正射影像（上为东）

主要新发现示意

战国建筑基址（亭子兰地点）发掘区全景（上为北）

秦代窑Y1（上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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